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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荣荣等：

高铁网络、城市碳排放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邓荣荣，张翱祥，陈 鸣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基于 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空

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及高铁网络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高铁开通对节

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越高的城市碳减排效应越明显；

②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③高铁开通提升了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开

通高铁的城市中，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更显著的提升效果，这表明碳排放可

能在高铁网络中发生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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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在 2020年第 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

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 2030年前 CO2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 10月，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并在 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

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提高低碳经济发

展水平仍是中国经济在“新常态”阶段中的一项重要且严峻的任务。

交通运输所产生的碳排放占较高的比重，在等量运输条件下，高速铁路的能耗远远低于公路和航空等其

他交通方式，CO2排放量也不及航空运输的十分之一。因而，作为高效低碳的大众化交通工具。高铁的铺设

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做着重要贡献。自 2008年首条高速铁路开通以

来，我国陆续开通了多条高铁，截至 2020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 3.7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覆盖

95%的 100万人口及以上的城市①。高铁开通增加了各地区城市的通达性，带动了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发

展往往伴随着 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而高速铁路的交通替代作用亦可以缓解能源消耗，降低碳排放。那

么，作为一项新型基础设施，高铁的开通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会对城市碳排放产生影响？若产生

了显著的影响，影响方向和大小如何？以上问题亟需实证研究予以解决。

本文主要与两方面的文献密切相关，一是高铁开通的一系列影响效应，二是碳排放强度的一系列影响因

素。第一，针对高铁开通的影响效应，现有文献可分为对高铁开通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的研究。前者涉及

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业集聚、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等的影响（刘勇政和李岩，2018；颜银根等，2020；王
群勇和王西贝，2021；霍鹏和魏剑锋，2021；周文韬等，2021；郑彩玲和张继彤，2021）；后者涉及高铁开通对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生态效率、碳排放及环境污染物等的影响（汪克亮等，2021；邓荣荣等，2021；李建明和罗能

生，2020；杨思莹和路京京，2020；Cornet et al，2018；Strauss et al，2021）。其中，已有不少文献关注了高铁开通

与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高铁建设降低了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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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或碳排放强度。例如，Strauss et al（2021）研究发现商业航空旅行的单位碳排放量是高铁的 7倍，近年来中

国高铁对航空旅行的替代作用导致碳排放量下降了 18%，平均每年节省 1200万吨的净碳排放量；王勇等

（2021）研究发现车辆结构及高速铁路是抑制或减少铁路碳排放的主要因素；Chen（2021）研究发现中国高铁

通过促进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等渠道降低了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强度，具有积极的节能减排效果；Jia
et al（2021）、Yu et al（2021）与张般若和李自杰（2021）的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和提速均通过优化交通运输结

构、推动市场整合、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等渠道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另一方面，Li et al（2019）和 Wang et al
（2019）的研究表明高铁的铺设可能促进了沿线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城市人口集聚，并由

此增加了城市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刘李红和李红昌（2017）研究发现高铁建设通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带动

了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增长；D’alfonso et al（2016）研究发现“伦敦⁃巴黎”高铁开通引起铁路运输量的增加可能

抵消了对航空运输量的替代效应，引起温室气体的增加。第二，针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已有的研究多

以平均迪式指数分解（LMDI）法或投入产出⁃结构分解（IO⁃SDA）法等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

（Hoekstra和 Jeroen，2003），主要因素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进步、人口规模、外商投资等

（张友国，2010；郭朝先，2010；李建豹等，2015；王少剑和黄永源，2019；孙丽文等，2020；路正南和罗雨森，

2021）。

上述研究多关注高铁运输与航空运输的替代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因而仅关注了两类运输业的碳排放

量（Strauss et al，2021；Yu et al，2021），鲜有研究关注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采用

自下而上的系数测算法及自上而下的卫星灯光模拟法两种方法测算了城市 CO2排放量，分析高铁开通对城

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其次，已有研究较少关注高铁开通对城市间碳排放的空间溢出影响，而广泛的研究表

明高铁开通通过虹吸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黄振宇和吴立春，

2020；赵星和董直庆，2020）。因此，本文认为高铁开通可能对碳排放强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本文分析

高铁开通对周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的机理，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的空间扩展形式（Spatial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最后，考虑到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不同地位可能会对高铁开通的

减排效应产生调节作用（李建明和罗能生，2020；王群勇和王西贝，2021），本文进一步将双重差分法与社会网

络分析法（SNA）结合，实证检验城市在高铁网络的地位如何影响碳排放强度。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边际贡献：第一，探讨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夜间灯光数据集

进行稳健性分析，使得结果更加可信。第二，已有的研究多忽略了空间因素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而空间因

素对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忽略空间因素可能导致模拟结果的偏误，本文对高铁开通的空间溢出影响此进行

有益探讨。第三，基于城市尺度的研究，可以得出更加精确的结果，并为低碳城市、文明城市等建设提供可靠

的参考依据。

二、影响机理分析

（一）高铁开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高铁的开通改变了以往的交通运输结构，对传统的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产生了有效的替代，例如在武广

高铁开通前，受京广线运能制约，该线路货运需求的 40%得不到满足而改为公路运输；武广高铁开通后，既

有线年货物运输能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年货物运输能力增加 8760万吨。Yang et al（2018）调查了 2007—2013
年中国 138条高铁和民航竞争的航线运输量数据，调查结果显示，新的高铁服务的进入导致航空旅行需求增

量减少 27%，且随着高铁服务时间的延长，高铁服务对航空客流的负面影响往往会进一步增加。与传统的交

通运输方式相比，高速铁路具有能耗低，污染小、舒适度高、效率高等优势（李建明和罗能生，2020）。因此，高

铁开通可以通过交通增量替代效应产生碳减排效应（张汉斌，2011）。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在技

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群勇和王西贝，2021；邓慧慧等，2020；Jia et al，2021）。而

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两条重要途径（张兵兵等，2014；赵丽萍和李媛，2018）。据此，本文

认为数字经济可能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碳排放强度，影响机理如图 1所示，具体分析

如下。

首先，高铁开通促进了节点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一，高铁开通弱化了行政单元之间的贸易壁垒，实现

了资源在更广范围的优化配置，整合了区域内的资源，使生产要素流向了效率更高的行业和地区，促进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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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王群勇和王西贝，2021）；第二，高铁运输本身作为运输服务业，其扩张直接刺激了

第三产业的发展，高铁开通强化了地区之间的时空收敛效应，加速了区域间人员的流动，促进了要素流动性

较强的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节点城市服务业集聚程度，大量的旅客涌入旅游资源丰富的节点城市，促进了

餐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的发展（邓涛涛等，2017；刘勇政和李岩，2018），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

结构升级意味着生产要素和能源均会流向更加高效的部门，整体的能源效率将大幅提高。因此碳排放强度

也会随之降低。

其次，高铁开通促进了节点城市的技术进步：第一，高铁开通提升了城市间的通达性，能够缩短商务旅行

时间，有利于学术交流活动的举行及知识型人才的跨区域流动，提升了节点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人力

资本积累效应形成知识创新，促进城市科技水平的提升（吉赟和杨青，2020）；第二，高铁开通降低城市间的贸

易成本，通过整合资源带来了产业集聚，产业的专业化集聚为企业间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外部

性环境，有利于技术扩散，降低了单个企业的研发风险，使企业从溢出效应中获益，促进了整体科技水平的提

升（王春杨等，2020）；第三，随着高铁节点城市经济收入的增加，城市将增加财政支出，完善基础设施服务，将

进一步吸引高素质人才及高端科技行业的进入，从而促进技术水平的提升，形成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良性

循环。技术的进步势必会引起经济总量的增加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增长和能耗的降低将推动碳

排放强度的下降。

（二）高铁开通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首先，高铁开通促进了节点城市服务业集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节点城市

集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虹吸效应”，不利于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节点城市服务业投资的增加则会挤

占工业生产性投资（张明志等，2019），促使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流向周边地区，实现本地区的“去污染化”，不

利于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黄振宇和吴立春（2020）发现京沪高铁通过虹吸效应促进了高铁沿线城市第三

产业的极化发展，溢出效应则表现为沿线一线城市第二产业向沿线其他城市的溢出。因此这种产业结构的

动态变化存在于节点城市之间及节点城市与非节点城市之间。

其次，高铁城市对节点城市周边城市产生了“同城化效应”。高铁开通促进了市场一体化进程，形成区域

内更大的要素和商品市场，使得各节点城市与非节点城市之间各种要素资源流动更加频繁，强化各地区的专

业化生产能力，如此，由高铁站点向外辐射，产生“同城效应”，促进了区域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升了

周边地区的生产率及资源利用效率，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其次，根据增长极理论，在一个空间内，由于城

市间的创新水平差异，导致经济增长集中在某一中心极点上，随后会通过各种渠道产生扩散效应（高华荣，

2018）高铁作为一种现代化基础设施，其开通促进了这种扩散效应的发挥，促进了知识技术在空间内的溢出，

有利于节点城市周边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

（三）高铁网络的调节作用
而节点城市在所有城市中的角色与地位则会调节高铁开通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网络分析中的度数

中心度衡量了某一城市通过高铁相连的其他城市的数量，度数中心度越高的城市，其交通脉络更加发达，与

其他城市的通信能力将更强。因此度数中心度越高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物质流和信息流将更加频繁，人力资

本更易流向该城市，从而提高该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潜力。网络分析中的接近中心度衡量的了

某一城市通过高铁到其他城市的平均距离，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到其他城市的时空距离将更短，将会拥有

更加广泛的视野，可以选择引进更佳的

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技术水

平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同时，劳动力人口

向中心城市的集聚势必会引起服务业投

资的增加，促进了第三产业的扩张，加速

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对于度数中心

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高铁开通

的碳减排效应更明显。高铁开通对碳排

放强度的影响机理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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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铁开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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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长三角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规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

省和安徽省，由 41个城市构成，同时，长三角是我国高铁网络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截至 2018年，先后共有 31
个城市建成高铁站，占城市总数的 75.6%，为本文研究高铁开通和高铁网络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提供了优良

的样本。2016年 6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全面推进绿色低碳生态城区建设。2018年 11月，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建立区域间协调机制，引导低碳产业，弥补低碳发展的短板。高铁

作为一种高效率、低能耗的新型基础设施，其建设不仅促进了区域交通一体化，而且势必会对城市低碳经济

的发展产生影响，研究高铁开通、高铁网络对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本

文中的经济统计数据、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 2007—2019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二）计量模型设计

本文拟采用在政策评估领域应用较为成熟的双重差分方法（DID）进行基准模型设计。基于准自然实验

的双重差分方法可以很大程度避免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多期 DID模型设定为

Ciit = α 0 + α 1DIDit + Cityi + Yeart + γXit + εit （1）
其中：Ciit为 i城市在 t年的碳排放强度，i=1，2，…，N，t=1，2，…，T；Cityi为城市固定效应；Yeart为时间固定效应；

DIDit为高铁开通虚拟变量，DIDit=1表示城市 i在 t年高铁已开通，否则 DIDit=0；系数 α1即为双重差分结果；X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

其次，参考Moser和 Voena（2012）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的经验，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通过计算节

点城市连续型变量的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DC）和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CC）来衡量节点城

市在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以此来有效识别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的异质性性处理效应。具体如式（2）和

式（3）所示：

Ciit = α 0 + α 1Timet × DCit + Cityi + Yeart + γXit + εit （2）
Ciit = α 0 + α 1Timet × CCit + Cityi + Yeart + γXit + εit （3）

其中：Timet为时间虚拟变量，开通高铁的城市在开通后的年份取 Timet=1，高铁开通前的年份取 Timet=0；其他

变量定义与式（1）相同。

（三）主要变量定义与数据描述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碳排放强度，采用 CO2排放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借鉴张华（2020）、吴建新和

郭智勇（2016）的研究将总 CO2排放量（TC）分为三个部分：TC=Ce+Cg+Cl，其中 Ce指的是城市用电所产生的 CO2
排放量，Cg指的是城市天然气消耗所产生的 CO2排放量，Cl指的是城市液化石油气消耗所产生的 CO2排放量。

参考 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 2006年提出的碳排放系数（张华，2020），天然气和液

化石油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 2.1862千克/千克和 3.1693千克/立方米。电力消耗所产生的 CO2排放需考虑

煤电占比，由 2007—2019年的《中国电力统计年鉴》，可获取各年份煤电占总电力消耗的比重，参考丁斐等

（2020）的研究成果，取煤电燃料链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为 1.3023千克/（千瓦·小时）。

2. 核心解释变量

高铁是否开通取决于城市是否设有高铁站，本文考察了长三角地区 2006—2018年的高铁开通情况，发

现先后共有 31个城市建成高铁站，为高铁节点城市，鉴于每年的 12月份是高铁密集开通的时间点。因此将

下半年开通高铁的城市的虚拟变量滞后一年，视为在下一年开通高铁。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对高铁网络进行分析。设定若两个城市之间开通高铁则赋值为 1，若未开通

高铁赋值为 0，基于每一年的高铁网络建立对称矩阵，对中心度进行计算。借鉴李建明和罗能生（2020）的研

究方法，采用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对高铁网络进行测度。计算公式为

DCit = Kit

N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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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t = N

∑
j = 1

k

D ijt
（5）

其中：Kit表示 i城市在 t年与其相连的其他节点城市的个数；Dijt表示 i城市在 t年到 j城市的距离；N表示节点城

市数量。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郭朝先，2010；李建豹等，2015；王少剑和黄永源，2019），本文控制了如下变量；①人口密

度（P），采用年末人口总数与地区总面积比值来表示，

表征人口密度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②人均 GDP（A），

表征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产生的影响；③研发投入

（RD），采用科技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表

征科技研发投入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④外商投

资（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表示，验证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或

污染光环效应。表 1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

（一）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分析
在基准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平行趋势假设进行

检验，本文以碳排放强度分别对高铁开通前五年和高

铁开通后四年每一年的时间虚拟变量与分组虚拟变

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若高铁开通前每年的双重差分

项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或显著为正，而高铁开通后的

双重差分项系数估计值则显著为负并呈现边际效应

的差异性，则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平行趋势检验的相

应结果如图 2所示。可以看到，在高铁开通之前的年

份，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为显著为正或并不显著，

在高铁开通后第二年之后显著为负，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高铁开通对碳排放强度减缓的边际效应不断加

强，表现出长期的减排效应。

（二）基准回归结果
1. PSM‐DID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控制变量在高铁

开通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与双

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PSM⁃DID）对式（1）进行参数估

计，具体操作为：采用人口密度（P）、研发投入（RD）、

人均 GDP（A）、外商投资（FDI）作为协变量，进行 Logit
回归，得到城市的倾向匹配得分，按照 1∶3的比例进行

近邻有放回匹配，得到匹配后的对照组。PSM操作的

有效性检验结果见表 2，可以看到在匹配前，人口密度

（P）、人均 GDP（A）、研发投入（RD）在匹配前的 t检验

结果均为显著，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在进行了 PSM操作后，上述变量的 t检验结果均为不显

著，说明 PSM操作是有效的。基准 DID模型与 PSM⁃DID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3，第（1）~（4）列中核心解释变

量 DID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说明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降低的效果，在加入控制变

量后，第（4）列中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系数为 0.1左右，在 1%的水平上显著，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具有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

Ci
DID
DC
CC
P
A
RD
FDI

定义

碳排放强度

高铁开通

度数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人口密度

人均 GDP
研发投入

外商投资

均值

13.6200
0.3921
1.9980
1.9940
0.2185
5.8067
2.7760
3.1360

标准差

12.9100
0.4887
2.7580
2.6630
0.1126
4.7430
1.8780
2.0500

最小值

0.8016
0.0000
0.0000
0.0000
0.0537
0.3964
0.0354
0.1930

最大值

53.8000
1.0000
10.0000
7.5050
0.8828
26.4169
13.0900
11.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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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表 2 PSM有效性检验

变量

P

A

RD

FDI

样本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均值

处理组

0.2017
0.2079
6.4336
4.3132
3.0908
2.1527
3.1915
2.9555

对照组

0.2648
0.2163
4.0806
4.4163
1.9104
2.2451
2.9831
2.9129

t检验

t
-5.91
0.91
5.19
-0.37
6.67
-0.93
1.04
0.22

p＞t
0.000
0.366
0.000
0.711
0.000
0.351
0.300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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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的降低效果，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预期，人均 GDP、外商投资、研发投入的增加均显著降

低了碳排放强度。

表 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DID
P
A
RD
FDI
_cons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DID
（1）

—0.1640***（0.0361）

0.6252***（0.0142）
是

是

533
0.2028

（2）
-0.0600***（0.0171）
—0.0000*（0.0000）
—0.0001*（0.0000）
—0.0185***（0.0057）
—0.0180**（0.0046）
0.8049***（0.0360）

是

是

533
0.3415

PSM⁃DID
（3）

—0.1893***（0.0319）

0.6080***（0.0091）
是

是

390
0.2451

（4）
—0.0988***（0.0183）
—0.0000*（0.0000）

—0.0001***（0.0001）
—0.0191***（0.0079））
—0.0103***（0.0046）
0.7708***（0.0388）

是

是

390
0.414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2. 稳健性检验

本文根据融合校正后的夜间灯光数据对城市 CO2排放量进行反演推算，进而计算碳排放强度作为本文

稳健性检验的被解释变量，夜间灯光原始数据均源自美国国家地理数据中心（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NGDC）。首先，借鉴 Chen et al（2020）和 Lü et al（2020）等的研究，将 2012年与 2013年 DMSP⁃OLS
（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与 NPP⁃VIIRS（national polar⁃orbiting
operational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system preparatory project⁃visible infrared im⁃aging radiometer suite）两类地市

尺度夜间灯光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拟合，发现

在采用二次多项式进行拟合时，拟合优度最

高，为 0.8696。确定式（6）作为两类夜间灯光

数据的校正公式，其中，f（x）为 DMSP⁃OLS夜间

灯光数据灰度（digital number，DN）总值，x为
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 DN总值。

随后，采用式（7）计算省际能源消费碳排

放。CEi为 i地区的 CO2排放，下标 j表示煤炭、

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8
种主要能源；Eij表示 i地区对第 j类能源的消耗

总量；λ表示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 4。
将计算出的省际 CO2排放量与省际夜间灯光数

据 DN总值进行拟合，拟合曲线见图 3，拟合优

度为 0.9622，误差为 3.78%，拟合精度较高。因

此可将式（8）作为城市碳排放的反演公式。

f ( x ) = -0.0343x2 + 2.4267x + 4.7318
（6）

CEi =∑Eij λ j （7）
CEi = 229.43DNi + 13111 （8）

根据估算的 CO2排放量计算各市的碳排放

强度，并基于式（1）对双重差分结果进行稳健

性检验，表 5列出了回归结果，可以无论是否控

制外生变量，第（1）~（4）列中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说明高铁开通对

节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降低的效

果，证实了前文实证结论是稳健的。

表 4 各类一次能源碳排放系数

能源

λ（千克 CO2/千克或
千克 CO2/立方米）

原煤

1.9798
焦炭

3.0453
原油

3.0680
汽油

2.9878
煤油

3.0828
柴油

3.1634
燃料油

3.2398
天然气

2.1862
注：天然气的单位立方米；原煤、汽油等其他能源的单位为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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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省际碳排放与 DN总值拟合结果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DID

_cons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DID
（1）

-8.7772***
（1.3017）
17.0595***
（0.5104）

否

是

是

533
0.1836

（2）
-4.1656***
（1.3751）
31.4431***
（3.9843）

是

是

是

533
0.3212

PSM⁃DID
（3）

-10.7717***
（1.6925）
18.8685***
（10.7717）

否

是

是

390
0.1867

（4）
-4.5250***
（1.5119）
35.4939***
（4.5250）

是

是

是

390
0.406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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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铁网络的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个城市在所有节点城市中的

地位如何影响高铁开通的碳减排应，本文采用社会网

络分析中的点度中心度衡量该城市与其他城市的通

信能力，采用接近中心度衡量该城市与其他城市的通

达性。采用上述指标对高铁网络的碳减排效应进行

估计，结果见表 6。
根据表 6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可知，当

加入度数中心度时（DC），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度

数中心度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Time×DC）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随着高铁网络的逐

步完善，网络联系广度较高的城市将产生更显著的碳

减排效应。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当加

入接近中心度时，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接近中心度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Time×CC）系数均为负，且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高铁网络的逐步完善，网络联系中心性较高的城市将产生更显著的碳减排

效应。

（四）中介机制检验
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节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那么高铁开通是如何影响碳排放强

度的，其具体机制如何？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城市

碳排放强度产生了影响。因此本文将从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两个渠道进行中介机制检验。
Mit = α 0 + α 1DIDit + Cityi + Yeart + γXit + εit （9）

Ciit = β0 + β1DIDit + β2Mit + Cityi + Yeart + γXit + εit （10）
其中：M为中介变量，分别为产业结构（INS）和科技创新（TEC）；产业结构（INS）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

比重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科技创新（TEC）采用城市专利数表示，根据专利的重要程度和申请难度对专利

进行加权处理，发明专利的权重为 0.5，实用新型的权重为 0.3，外观设计的权重为 0.2。
采用参考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依次检验式（10）中核心解释变量（DID）的系数 α 1

和式（11）中介变量（M）的系数 β2。表 7列出了两类中

介机制的检验结果，当以产业结构（INS）作为中介变

量时，核心解释变量（DID）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说明高铁开通促进了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

级，产业结构（INS）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产业结构的升级降低了节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

当以科技创新（TEC）作为中介变量时，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铁开

通促进了节点城市技术的进步，科技创新（TEC）的系

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科技创新水平的提

升降低了节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综上可以得出：高

铁开通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科技创新水平的

提升降低了节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

（五）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1. 模型设定与空间相关性检验

根据前文的分析，高铁开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因此本

文基于式（1）、式（2）和式（3），建立了以下几种空间计量模型：

Ciit = α 0 + α 1W × Ciit + α 2DIDit + α 3W × DIDit + Cityi + Yeart + γXit + εit （11）
Ciit = α 0 + α 1W × Ciit + α 2DCit + α 3W × DCit + Cityi + Yeart + γXit + εit （12）

表 6 高铁网络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变量

Time×DC
Time×CC
_cons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0.0416***
（0.0075）

0.6067***
（0.0095）

否

是

是

390
0.2561

（2）
-0.0218**
（0.0084）

0.7589***
（0.0855）

是

是

是

390
0.4140

（3）

-0.0374***
（0.0060）
0.6047***
（0.0082）

否

是

是

390
0.2931

（4）

-0.0212***
（0.0072）
0.7460***
（0.0865）

是

是

是

390
0.429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
显著。

表 7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DID

INS

TEC

_cons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产业结构

中介变量：INS
2.3099***
（1.0770）

35.6303***
（1.6632）

是

是

是

390
0.5114

Ci
-0.0971***
（0.0358）
-0.0007***
（0.0002）

0.7964***
（0.1315）

是

是

是

390
0.4143

技术创新

中介变量：TEC
531.2672*

（270.9490）

-0.7091
（1.211）

是

是

是

390
0.5111

Ci
-0.1006***
（0.0366）

0.0000*
（0.0000）
0.7739***
（0.0901）

是

是

是

390
0.414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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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it = α 0 + α 1W × Ciit + α 2CCit + α 3W × CCit + Cityi + Yeart + γXit + εit （13）
其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式（11）将核心解释变量（DID）的空间交互项（W×DID）加入方程，式（12）和式（13）
分别将度数中心度（DC）和接近中心度（CC）的空间交互项（W×DC、W×CC）加入方程。该模型估计了被解释

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为空间杜宾模型（SDM）。关于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本文选用了空间

邻接矩阵，即相邻的空间单元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影响（W=1），不相邻的空间单元基本不存在相互影响（W=
0）。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前，需要确定碳排放强度是

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对碳

排放强度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表 8报告了主要年

份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Moran’s I指数均大于 0，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碳排放强度具有正向的空间相

关性。

2. 模型回归结果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E）对式（11）、式（12）和式（13）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9，从第（1）列的结

果中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DID）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其空间交互项（W×DID）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高铁

开通降低了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而增加了周边地区

的碳排放强度，说明节点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

应”大于“同城化效应”，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正向的

空间溢出效应。从第（2）列的结果中可以看出，高铁

开通在点度中心度更高的城市会产生更显著的减排

效应，而对其周边的城市的碳排放强度有促进提升的

作用，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第（3）列的回归结果中。

以上结果说明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较高的城市

交通脉络更加发达，与其他城市的通信能力将更强，

更易吸收周边地区的生产要素、知识技术、人力资本

等，从而在中心城市产生极化效应，并依靠较多的人

口和雄厚的资本基础，实现第三产业的扩张，加速产

业结构的升级，最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

强度。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 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高铁开通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

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及空间溢出效应，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SNA）检验了高铁网络的调节作用。具体结论如下：高铁开通对城市

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越高的城市碳减排效

应越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科技创新效应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影响。空

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本地减排效应，而显著提升了未开通高铁的

城市的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减排效

果更加显著，同时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也产生了更加显著的提升的效果，这表明碳排放在高铁网络中发

生了转移。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不仅仅关心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的直接影响，还分析了节点城市在高铁网络中如

何影响作用效应，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了验证，深入了解了高铁开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内在机制和溢出效

应，是对以往文献的扩展和深入，从而对此问题形成更多的思考。本文的研究结论隐含着一定的政策启示：

第一，高铁开通对于节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减排作用，产生了环境正外部性，虽然高铁建设

周期长、投资大，但为生态环境带来了福祉，促进了要素在城市间的流通，便利了居民的出行，盘活了旅游资

源，应继续完善高速铁路网络的运营和建设。第二，实证研究表明高铁开通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碳

减排效应，借助高铁网络，加快完善区域市场一体化，削减要素流通障碍，整合区域内资源，强化各地区的专

表 8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年份

2006
2009
2012

Moran’s I
0.0484***
0.0526***
0.0510***

Z值

5.4778
5.8858
5.7133

年份

2015
2018

Moran’s I
0.0501***
0.0482***

Z值

5.4586
5.4089

注：测算该指数所使用的空间矩阵为空间邻接矩阵；***表示 P值小
于 0.01，即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 9 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DID
W×DID
DC
W×DC
CC
W×CC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SDM
（1）

-0.0069**（0.0035）
0.0791**（0.0359）

是

是

是

533
0.2093

（2）

-0.0009**（0.0004）
0.0164**（0.0073）

是

是

是

533
0.2267

（3）

-0.0035**（0.0017）
0.0252***（0.0076）

是

是

是

533
0.219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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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生产能力，实现产业更深层次的合理布局和结构升级，促进节能减排。第三，实证研究表明高铁开通通

过促进技术进步改善了碳排放强度。应借助高铁网路，促进区域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在区域内搭建各行业各

领域的智库平台，借助便利的交通条件开展各项学术活动，促进知识技术的溢出。第四，实证结果表明高铁

开通对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存在消极的溢出效应，且中心度更高的城市溢出效应更加显著，需要

各省各市政府统筹考虑，对于虹吸效应过度的城市，实施必要的功能疏解，促进资源流入周边城市，避免“大

而全”的产业分工，降低大城市功能的过度集中，按照比较优势实行专业化分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能源集

约利用。

本文初步探讨了高铁开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高铁网络的调节作用，由于数据缺失、篇幅所限等原

因，仍存在研究的不充分之处：第一，在高铁不同的节点城市中，高铁运行的频率和时间都存在较大差异，这

将导致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将产生异质性影响；第二，在高铁运行的生命周期中，城市在高铁

网络中的可达性处在动态变化中。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铁开通对碳排放强度可能存在更加复杂的影

响。此外，高铁服务的价格可能也会对其运输量产生影响。以上几点是本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邓慧慧，杨露鑫，潘雪婷，2020.高铁开通能否助力产业结构升级：事实与机制［J］.财经研究，46（6）：34⁃48.
［ 2］ 邓荣荣，张翱祥，陈鸣，2021.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 DID与 SDID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

济管理，35（5）：1⁃11.
［ 3］ 邓涛涛，王丹丹，程少勇，2017.高速铁路对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J］.财经研究，（7）：119⁃132.
［ 4］ 丁斐，庄贵阳，刘东，2020.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基于全国 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3）：90⁃104.
［ 5］ 高华荣，2018.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
［ 6］ 郭朝先，2010.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因素分析：基于 SDA分解技术［J］.中国工业经济，（12）：47⁃56.
［ 7］ 黄振宇，吴立春，2020. 京沪高铁对沿线城市经济的影响：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2）：

165⁃175.
［ 8］ 霍鹏，魏剑锋，2021. 城市间高铁开通影响了产业集聚态势吗：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例［J］. 产业经济研究，（4）：

13⁃26，84.
［ 9］ 吉赟，杨青，2020.高铁开通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J］.世界经济，43（2）：147⁃166.
［10］ 李建豹，黄贤金，吴常艳，等，2015.中国省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分析［J］.经济地理，35（11）：21⁃28.
［11］ 李建明，罗能生，2020.高铁开通改善了城市空气污染水平吗？［J］.经济学（季刊），19（4）：1335⁃1354.
［12］ 刘李红，李红昌，2017.高铁与城市交通对城市碳足迹影响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4）：17⁃29.
［13］ 刘勇政，李岩，2018.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与城市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11）：18⁃33.
［14］ 路正南，罗雨森，2021.空间溢出、双向 FDI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J］.技术经济，40（6）：102⁃111.
［15］ 孙丽文，李翼凡，任相伟，2020. 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碳排放：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技术经济，39（6）：

1⁃9.
［16］ 王春杨，孟卫东，凌星元，2020. 高铁能否提升沿线城市的创新能力：基于地级城市专利数据的分析［J］. 研究与发展

管理，32（3）：50⁃60.
［17］ 汪克亮，庞素勤，张福琴，2021.高铁开通能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J］.产业经济研究，（3）：112⁃127.
［18］ 王群勇，王西贝，2021. 高铁网络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J］. 现代经济探讨，

（5）：82⁃91.
［19］ 王少剑，黄永源，2019.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J］.地理学报，74（6）：1131⁃1148.
［20］ 王勇，李红昌，郭雪萌，等 . 2021.我国铁路运营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J］.铁道学报，43（6）：189⁃195.
［21］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200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5）：614⁃620.
［22］ 吴建新，郭智勇，2016.基于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的中国碳排放收敛分析［J］.统计研究，（1）：54⁃60.
［23］ 颜银根，倪鹏飞，刘学良，2020.高铁开通、地区特定要素与边缘地区的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8）：118⁃136.
［24］ 杨思莹，路京京，2020.绿色高铁：高铁开通的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J］.财经科学，（8）：93⁃105.
［25］ 张般若，李自杰，2021.高铁能促进低碳经济吗：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35（1）：131⁃140.
［26］ 张兵兵，徐康宁，陈庭强，2014.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J］.资源科学，36（3）：567⁃576.
［27］ 张汉斌，2011.我国高速铁路的低碳比较优势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7）：17⁃19，49.
［28］ 张华，2020.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降低碳排放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经济管理，42（6）：25⁃41.
［29］ 张明志，余东华，孙婷，2019.高铁开通对城市生产体系绿色重构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9（7）：41⁃49.

51



技术经济 第 41 卷 第 1 期

［30］ 张友国，2010.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J］.经济研究，45（4）：120⁃133.
［31］ 赵丽萍，李媛，2018.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J］.城市问题，（6）：61⁃66.
［32］ 赵星，董直庆，2020.高铁网络的技术创新效应与空间作用特征：基于“本地⁃邻地”视角［J］.财经科学，（7）：106⁃119.
［33］ 郑彩玲，张继彤，2021. 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 PSM⁃DID模型的实证研究［J］. 技术经济，40（2）：

28⁃35.
［34］ 周文韬，杨汝岱，侯新烁，2021.高铁网络、区位优势与区域创新［J］.经济评论，（4）：75⁃95.
［35］ CHEN J，2021. High⁃speed rai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The intermediary roles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J］.

Energy，230（9）：120816.
［36］ CHEN H X，ZHANG X L，WU R W，et al，2020. Revisit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ity⁃level CO2 emissions：

Based on corrected NPP⁃VIIRS nighttime light data in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68（9）：121575.
［37］ CORNET Y，DUDLEY G，BANISTER D，2018. High speed rail：Implications for carbon emissions and biodiversity［J］.

Case Studies on Transport Policy，6（3）：376⁃390.
［38］ D’ALFONSO T， JIANG C，BRACAGLIA V， 2016. Air transport and high⁃speed rail competition：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Policy and Practice，92：261⁃276.
［39］ HOEKSTRA R，JEROEN J，2003. Comparing structure and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J］. Energy Economics，25（1）：

39⁃64.
［40］ JIA R，SHAO S，YANG L，2021. High⁃speed rail and CO2 emissions in urban China：A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J］. Energy Economics，99（7）：105271.
［41］ LI H，STRAUSS J，LIU L，2019. A panel investigation of high⁃speed rail（HSR）and urban transport on China’s carbon

footprint. Sustainability，11（7）：2011.
［42］ LÜ Q，LIU H B，WANG J T，et al，2020. Multi scale analysis on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nergy consumption CO2

emissions in China：Utilizing the integrated of DMSP⁃OLS and NPP⁃VIIRS nighttime light dataset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703（2）：134394.

［43］ MOSER P，VOENA A，2012. Compulsory licensing：Evidence from the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2（1）：396⁃427.

［44］ STRAUSS J，LI H C，CUI J L，2021. High⁃speed rail’s impact on airline demand and air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J］.
Transport Policy，109（1）：85⁃97.

［45］ WANG L，ZHAO Z，XUE X，et al，2019. Spillover effects of railway and road on CO2 emission in China：A spatiotemporal
analysi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34：797⁃809.

［46］ YANG H，GUILLAUME B，WANG J，et al，2018. The implications of high⁃speed railways on air passenger flows in China
［J］. Applied Geography，97：1⁃9.

［47］ YU K，STRAUSS J，LIU S，et al，2021. Effects of railway speed on aviation demand and CO2 emissions in China［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94：102772.

Impact of High Speed Rail Network on Urba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Deng Rongrong，Zhang Aoxiang，Chen 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Hunan，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urban panel dat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6 to 2018，the impact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high⁃speed
rail opening and high⁃speed rail network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was empirically tested by using SNA，PSM⁃DID and SDM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firstly，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ha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effect on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node cities. And the higher degree centrality or closeness centrality is，the greater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is. Secondly，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way reduces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rough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Thirdly，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has improved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cities close to node cities. And the cities
with higher degree centrality or closeness centrality have a greate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and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surrounding cities，indicating that carbon emissions have been transferred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in the high⁃speed rail network.
Keywords：high speed rail network；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PSM⁃DID）；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52


